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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书》遭剽窃与冒名的“吴伯箫”

1941年 5月，被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

第七辑的吴伯箫散文集《羽书》在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出版。大约一年半之后，北京《吾友》杂志

公布该刊一年来遭遇的抄袭事件，其中一例，是

化名吴鼎甫者对《羽书》集内散文的抄袭。又，与

此次抄袭事件差不多同时，上海某杂志上却又有

冒吴伯箫之名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这种种

好事与坏事，当时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均一概

不知。

而到了 1949年 7月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

间，从东北赶去参加会议的吴伯箫与巴金见面，

巴金第一句话就问：“你的稿费收到了吧？”这一

问，更是把吴伯箫问愣了。

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把稿费跟出书联系起

来。说：“什么稿费？”“你的《羽书》的稿费。”我才

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恩人。

“还有稿费么？”

“寄给你两次稿费，你没有收到？”

“稿费寄到哪里？”

“济南。”

“抗战八年我都在延安啊。”

“哎呀，这里边有鬼，受骗了。《羽书》一出版，

我们就寄稿费给‘你’。‘你’收到以后，用左手写

一封信给我们，说是右手在跟敌人作战受伤了，

希望再寄一点稿费养伤。我们就又寄了第二

笔。……”

“是啊，真是受骗了！”心里想：冒名的人该是

谁呢？

令吴伯箫惊讶、尴尬的还不止于此，当他开

完会回到长春，竟然又在斯大林大街附近的旧书

摊上看到一本记载他“死讯”的小册子《在抗日战

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这个小册子我一直没找

到，但温州已故诗人莫洛所著《陨落的星辰——

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上海人间书屋，

1949年1月初版发行）也有一篇《吴伯箫》，却也

有差不多相同的说法：“后来他回到济南，全家被

日寇杀戮，并强迫他参加和运，他正义拒绝，惨遭

酷刑，以致残废，其当时生活艰苦，赖卖文度日，

后贫病交迫，在一风雨之夜，默默死去”。只是“默

默死去”一语与那本《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

化人》所云“被敌人活埋”不同，应该不是同一本

书。不过莫洛的孙女后来写过一篇博文，猜测其

祖父的记载可能受到当时上海《杂志》张金寿文

章的影响，此文说在济南遇到了“事变前文艺界

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而在张金寿笔下，这位

“吴伯箫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

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

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张文又说：“吴

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见

得着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

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

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

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

《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

由张文言及北平《吾友》再联系邵燕祥《想起

了吴伯箫》中的一段话，《吾友》抄袭案、《羽书》稿

费冒领案、济南“吴伯箫”投稿上海案似乎就慢慢

呼应起来了。

邵文回忆他最早知道吴伯箫就缘于此次《吾

友》抄袭案：“大约1943年或1944年前后，沦陷

区北京有一家名为《吾友》的期刊发表了《灯笼

篇》，那浓郁的乡风诗情一下子吸引了少年的我。

过后登出启事，说是投稿者从吴伯箫的《羽书》抄

袭而来。从此知道有吴伯箫其人，《羽书》一集，心

向往之。”

沿着这条线索，我先找到了《吾友》，1944年

未见记载，1943年 2月却意外先看到了一篇署

名“方坪”的读者就《羽书》抄袭案专门为杂志撰

写的《关于〈灯笼〉的“谜”》，以他与吴伯箫在晋南

共事一段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济南吴鼎甫冒名顶

替而又抄袭《羽书》之“谜”：“当去年暮秋，我投身

新的环境时，吴伯箫却早回延安了。显然的，《羽

书》的作者是吴伯箫，而不是现在济南的吴鼎甫

了。有人说：人生是谜，最好不探究竟，这样活下

去，才能算好的生活。但是，我应该奉劝吴鼎甫先

生，不要为了原作者不会登报声明，而冒名顶替，

偷他的文章已经够了，但偷他的名字，未免不近

人情，生财之道是很多的，千万不要发昧心财，其

实千字二元的收入，能值几何呢？请不要成名心

切，想列入作家之林，还是关门读书，以待来年

吧。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抄袭者应受如何

处分，但就事论事，却总不大好呢！”

果然，接着往前翻，终于在1943年年初的三

卷二期找到了“编者”的启事《一年来的抄袭》，其

中涉及吴伯箫《羽书》的是这样一段：

经本市杜志元君及本报稿友胡秉君来函谓

《灯笼篇》一文原刊于上海文化生活社之文学丛

刊《羽书》一书中之五十五页，题名《灯笼》，作者

名为吴伯萧（萧，当为“箫”，原书印错。子张按）。

胡君并将原书附来，并谓“最好与作者去一信询

问，是否即其本人，因或者他将原稿交沪上，但出

版与否不自知。该文文章极好，如系吴伯萧本人，

倒可请他多写稿的。”查《羽书》于三十九年五月

初版，在上海发行。吴君寄本社之稿除已刊之《灯

笼篇》外，尚有《黄雾之花》一篇未刊，所用稿纸印

有“丁夫自用原稿纸”字样，题上用有“丁夫”二字

之小章，署名下有“吴鼎甫”之方印，文末又有“吴

伯萧”之方印。吴君原住济南，《羽书》中各文末亦

印有作于济南或青岛之字样。由此种种《灯笼篇》

及《灯笼》作者出自一人，当属无误。

由此可知，署名吴鼎甫、刊载于《吾友》第二

卷第八十八期（1942年10月21日）之《灯笼篇》，

其实就是《羽书》集里头的《灯笼》，而所谓吴鼎

甫、丁夫、吴伯箫（原署“吴伯萧”）云云，也皆为同

一位冒名者。抄袭更兼冒名，真可谓盗名欺世而

又用心良苦。

我也经由曲曲折折的路径，找到了这位济南

“吴伯箫”在同时期上海《风雨谈》杂志上的冒名

之作，所写文章除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之

外，往往另有“历下讝諺斋”的落款，而那些文章

的内容与写法与真实的吴伯箫大相径庭，却是一

看即知。不过同时也看得出，这位“济南吴伯箫”

于文史、文学的确也非外行，甚至还颇有一些考

证、批评的功底，实事求是言之，也该算得上一位

水平不低的文人墨客。而他之所以一定要冒“吴

伯箫”之名行抄袭、发表之事，推想起来大略不外

乎两端：一是出于什么原因穷愁潦倒，借此蒙骗

些稿酬；二是此人对吴伯箫在山东前后的情况有

所了解甚至相当熟悉，估计吴伯箫在延安不会知

情，乐得盗用一下吴伯箫文名实现发表作品和赚

取稿酬的目的。果然，除了北平《吾友》的抄袭启

事，在济南和上海等地的冒名就都一路顺利，着

实成功蒙骗了不少人（包括巴金和那位在济南

“遇见”他的张金寿）。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更

是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可是也幸而没有被延安的政治审查者看到，

否则正如吴伯箫晚年所言：“搞这种伎俩的人也

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

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因为“若是刊物落到

‘理论权威’的手里，那不会被看作是‘通敌’的罪

证吗？”

到这里，关于《吾友》抄袭、《羽书》稿酬被冒

领、冒名发表论著以及张金寿济南采访诸案总算

大致交代过了，能够确定的是，几个案子的作案者

其实只有一个，即落款“历下讝諺斋”者，而其真名

究竟是否“吴鼎甫”或“丁夫”，可就不得而知了。

在补订拙编《吴伯箫年谱》过程中，我也曾与

《吾友》抄袭案的见证者邵燕祥先生讨论到此事，

而邵先生在为这部年谱撰写的序言里也再一次

谈及他对该案的看法，殊多趣味，这里限于篇幅

不便再作征引。好在《年谱》即将问世，届时感兴

趣者或者可以找来看看。

王统照、巴金与《羽书》出版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作品集，

也是使他跻身于京派散文后起之秀、奠定文学史

地位的标志性成果，1941年 5月由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初版，翌年1月出版桂林1版，1982年

12月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重版。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处女集，作者吴伯箫

却对其当初在上海、桂林的出版毫不知情，连稿

费也遭冒领。而四十余年后重版本问世的时候，

吴伯箫又已过世数月，竟也未能看到。

不能不令人叹惜再三。

好在重版本的前面，补上了当初王统照撰写

的序言，后面又增加了吴伯箫生前写就的“代

跋”——《〈羽书〉飞去》，将《羽书》曲曲折折的出

版过程作了详尽的交代，总算较为圆满，遗憾中

遂有欣慰。

于这篇“代跋”——《〈羽书〉飞去》中，吴伯箫

在回顾了卢沟桥事变后将《羽书》稿本“托孤”给

王统照剑三的往事之后，接着就提到第一次文代

会巴金见到他询问稿费是否收到时的情景，除了

对稿费被冒领的意外，一句深情的感激话语亦随

之道出：“我才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

恩人。”

事情过去近80年，当事人都早已不在，要想

搞清《羽书》从剪贴稿本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细

节，或已不易。特别是王统照先生是如何转交巴

金而巴金又如何将之列入“文学丛刊”第七集的

细节更是难以窥知。对此，吴伯箫本人也留有遗

憾：“第一次文代大会，剑三晚到两天。郑振铎先

生忙着邀巴金同志等作陪在翠华楼替他洗尘。席

间大家畅怀交谈，真的‘把杯痛饮’，我竟忘记问

起写序的事，更没谈起《羽书》的出版过程。”由

此，《羽书》序言的撰写和出版过程成为文学史中

失落的环节。

不过，文学史的意义却还是因《羽书》的出版

而产生了。盖《羽书》者，乃吴伯箫1930年代初北

师大毕业后重回山东从教期间所作散文的结集，

写作时间集中在1933至1936年的四五年中，数

量不过18篇，上海竖排版页码为118页，花城横

排版加上序跋也不过百余页，实在说不上厚重。

不过在吴伯箫，这几年倒是他写作的自觉期，晚

年回忆录《无花果》提及这一段，有“梦想以写作

为业”和“梦做得最熟的时候”之语，又说：“那时

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

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

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

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

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对“文体”的自觉

也的确在这时期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山屋》《马》

《灯笼》《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几棵大树》

以及没能入集的《天冬草》《海》就都是发表后广

受好评的名篇。如把这些散文与同时期何其芳、

李广田等人的作品比较，可以感知他们在文体风

格上的某些相似特征。

当然，种种阴差阳错构成的必然和偶然导致

《羽书》及其作者不能全面而及时为更多读者所

注意，造成了接二连三的遗憾。直到近40年后才

被有眼光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介绍到文学史著

作中，不少篇章也被收入各种现代散文选本，却

又是幸运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本人就参

加过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有幸撰写

了40年代散文一章，其中就将《羽书》与梁实秋

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

的《山水》、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并列介

绍，那或许是大陆高校教材第一次专节介绍吴伯

箫的早期散文。而我当时所借鉴的则是70年代

末80年代初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

学史稿》所持的观点，即吴伯箫早期散文代表了

一种现代散文的豪放风格。

就《羽书》集本身言，也还有另外的遗憾。一

是同时期写的另几篇散文如《天冬草》《海》《记岛

上居屋》《雨》《黑将军》《理发到差》未及收入集

子，而且出版时封面上的作者名字被排成了“吴

伯萧”。“箫”为竹字头，“萧”则为草字头，也的确

容易混淆，故直到巴金晚年写信给吴伯箫，写的

就仍然是草字头的“萧”。

不管怎么说，小小一本《羽书》，故事不少，

遗憾也多。可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王统照不负友

人之托将之付与巴金，而巴金又不负友人之托

将之纳入“文学丛刊”出版，则一切怕是都无从

说起了。

从这些角度看文学史，文学史是活的、有趣

的。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吴伯箫，笔名山屋、天荪，山东莱芜人，

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雷加，原名刘天达，奉

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为“东北作家群”

的代表人物之一。吴、雷二人私交甚好，在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间，彼此通信往来，留

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书信。这些书信不只在

见证二人友谊，更在诠释一段历史，其史料

价值弥足珍贵。

吴、雷通信记载了很多会议活动。“文

革”结束后的二三年间，中国社会新旧交

替，思潮涌动，但一切似乎又都不明朗。一

方面，思想和政策层面尚摇摆不定，另一方

面，社会共识逐步形成，即使不那么清晰明

朗，至少作为一种朦胧的认识与实践已深

入人心。无论在第一封信中吴说出版局召

开的座谈是“十年来第一次”，在第四封信

中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他“在党的领导

下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遇到的第一次这样

规模的会”，还是在第二封信中所言及的巴

金、罗荪、厂民、欧阳山等作家的文学活动

以及他们在创办刊物、恢复文联组织等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都可看作是对这种认识

与实践的充分展现。信中所描述的这些事

件都与彼时上至国家层面下至民间社会的

主流潮汐息息相关，故其通信就具有记录

与补证历史的价值。

这些信件的另一价值在于较为充分地

展现了“文革”结束后二三年间吴在工作和

创作上的基本动态。在第一封信中，吴说拟

去参加的大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实乃“吃十

年前的老本”；在第三封信中，他由去看望

马加，结果扑了个空，于是心生“人生不相

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在第四封信中，他

感慨于业务生疏，觉得自己“像民兵转正，

票友下海，缺少拿手戏，心里并不踏实”，而

整天忙于事务，荒废写作，于是情不自禁地

向友人倾诉：“一个季度到了，今年我还没

动笔。真可怕。”而在第五封信中，他直接

说：“在我，当‘票友’仿佛还可以偶尔来一

段‘清唱’，‘下海’反而‘跑龙套’都勉强

了。原因是掉进了没有‘生活’又没有时间

‘创作’的文艺队伍里。深悔到文学研究所

早报到了两个月！”并希望跟随代表团下

基层体验生活。这种时不待我、奋起直追

然而又深感力不从心的体验，何尝不是整

整一代人的际遇！

吴、雷通信还涉及不少文人间的交往

故事，特别是其中一些细节，都可为研究

“文革”结束后不久文人间交往与交游动

态、心态提供一手资料。巴金、罗荪、厂民、

欧阳山、沙汀、马加、荒煤等在信中所提及

的这些文艺界人士都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

和见证人，所以，信中所述及的他们在“文

革”后的文艺活动以及交往动态也都不是

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这些信件见证了彼此间的深厚友谊。

在信中，吴向雷或详述开会时的所见所感

（第一、二、四封），或交待看望好友马加的

过程（第三封），或诉说因事务缠身而不能

投入创作的苦恼（第二、四封），或交流具体

的阅读体验（比如：在第四封信中，他说他

阅读《白绢花》时被感动得落泪），或为好友

在文学创作上的作为而表达钦佩之意（比

如：在第六封信中，他为收到《从冰斗到大

川》而欢心雀喜）……都可看出吴、雷之间

在私人关系上的不同寻常。我们知道，吴、

雷二人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从1946

年到1953年，吴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前后

凡8年，先后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

北教育学院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

年东北解放，雷回故乡任安东造纸厂厂长；

后来他们又都离开东北赴京工作。从延安到

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二人始终相伴而行，他

们因工作和文学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可谓深

厚。这就不难理解吴在信中为什么无所不谈

的根本原因了。

前几年，笔者曾赴莱芜参观过吴的故

居，其内部景象实在让人无语。不仅刻有

“莱芜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由院

外搬到院内，而且故居因长期无人管理和

修缮而变得异常破败、凌乱。事实上，不仅

故居保护与开发不尽如人意，与吴有关的

史料（日记、手稿、信札、版本、照片、文物）

整理与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他尚

有不少资料藏于他处或流落于民间，其价

值不可忽视。我在网上常看到吴伯箫信札以

及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宗日记等材

料被个人或商家予以拍卖的记录——概因

其名声与自成一体的书法，拍卖价格倒也不

低。无论作为文化地标的吴伯箫故居，还是

散见于民间的各类资料，都有待文史学者们

给予关注和研究。

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确辛苦，你必须在

“资料堆”里不断寻找、比对，并判定其价值

有无，而很多时候，你付出时间与心血，未

必能换来收获。但持之以恒必有所得，近年

来，我因工作需要，参与整理过许多文学名

家的日记与书信，比如茅盾、巴金、曹禺、梁

斌、丁玲、吴祖光、柏杨、徐迟、萧三，等等。

这不仅对我从事的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

文库管理工作大有裨益，也为推进经典作

家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吴的这7封信

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有效进入研究者

视野，全得益于捐赠者们的无偿惠赐，现辑

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附：书信七封

两点说明：1、“（）”为暂不能识别的字。

2、“（？）”为暂不能确定的字。

一

雷加同志：
国庆好！

希望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你没碰到丁

君。同往首都，并没事先邀约。看来晤谈也

是不畅（？）的。大家忙于工作，倒也是好事。

沙汀从成都来，两同志走访（他住人民文学

出版社招待所）都扑空，在出版局召开的一

次（十年来第一次）座谈会上才见面的。

你去郑州，从邬士明同志处知道去的

意向，收获不小吧？去年我去时是从广州北

返的第四站，往回走时已经落雪了（目前在

广州还穿短袖衫）。老想读读你写的西双版

纳。

三五天内拟去嘉定参加大学外语教材

座谈会（吃十年前的老本），往返预计半月，

回来再来看你。

伊唯同志好！

握手。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

王笠夫同志打听你的住处，告诉了他，

来看你了吧？又及。

二

雷加同志：
我今早八点一刻刚从上海回来，来看

你。你又不在家，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下下边

几句话。

去上海是参加大学英语教材座谈会。

趁两个星期天，看到了巴金、李俊民和罗荪

同志。并在罗荪家里碰到了厂民、罗荪在

编《上海文艺》，月内出版第一期，很有干

劲。厂民是从无锡去上海，要办退休后复职

手续，还没办安，正为此焦心。他们上了“四

人帮”在东北的爪牙的当，去年退休，落草

到现在，绝不会干这种傻事。

接广州来信，那里开了文艺座谈会，欧

阳在会上发言，很受欢迎。仿佛要恢复文联

组织，稿费（资料费）也想解决。后者无组

织，前者对文艺工作者推动将是大的。

从《北京文艺》读到你的《一张地质

图》，文字精炼，写得好。开始忙教材，今年

剩下的八周，我怕动笔不得了，只好读同志

们的作品。

这期间你来沙滩两次，我都不在家，真

是憾事！

畅谈的机会总会有的吧？祝好。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

雷加同志：
来驾又一次相左，实在太巧了。

这次我是来看马加。马加来京是我从

你处听说的。于卓告诉我，请马加来京看

病，住北影招待所，又说每天三点后准在

家。上午听说，下午就来看他，不想扑了空。

招待所房间很多，但寂无人声，只一个男同

志在水房洗衣服，对来访客人也不热情。北

影实际工作如何不了解，从招待所看，仿佛

有点不景气。到北影北门对过人教印刷厂

看看，又到北太平庄饭馆吃了烩饼，天黑

了，再去到（）人处打听，说还不在。再加半

天，去沈阳也到了。忽然想到“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深有感触。

马加什么病你听说过吗？于卓说他走

几步就脚麻。要停一会才能再走，不知是什

么病。

耳“背”，不愿用电话，想什么时候约到

一起唠唠？

最后祝好。

伊唯同志不另！

府上几个青年，都成人了。接触很感亲

切。

留下报纸一角，是不是有珍惜《岗位》

之意？谢谢！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

雷加同志：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在党的领导下

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遇到的第一次这样规

模的会，自己力争作为社会科学院代表之

一参加了。住在西苑饭店 849 号。晚上没

事，回来看看，读到你今天来信。

社会科学院我是三月二十七日去报到

的，三周来没正式接工作，只同沙汀、荒煤

一起搞《规划》，了解情况。估计教育会议后

要上套了。像民兵转正，票友下海，缺少拿

手戏，心里并不踏实。

小书一本，正对封面设计有点意见（是

秋夜，不是春（？）天），听你说“极好”，深用

慰安。

忙于写作（）（），回味上次见面时你说：

“新（？）写作就是幸福”，益（？）有同感。又是

一个季度到了，今年我还没动笔。真可怕。

伊唯同志好！

著祺！

吴伯箫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白绢花》，回来又连读两遍，感动得落

泪。又及。

五

雷加同志：
征求意见稿认真读了两遍，动了几处

字句，不一定对，供参考。

看到近来发表不少作品，看到这篇

《从生活谈起……》，想到你说过的“新（？）

写作就是幸福”，现在我有了进一步的体

会。

在我，当“票友”仿佛还可以偶尔来一

段“清唱”，“下海”反而“跑龙套”都勉强了。

原因是掉进了没有“生活”又没有时间“创

作”的文艺队伍里。深悔到文学研究所早报

到了两个月！

目前因眩晕不支曾往首都医院十天，

出院后休息两周复查，结果除“动脉硬化，

供血不足”，尚无大病。又上班十天了。

因此大好机会去大庄参观，（）（）报名

第一批。

曾妄想活动到你们创作组去，跟默涵

透露过，不知你有什么门路没有？

著祺！伊唯同志好。

伯箫
一九七八年中秋

六

雷加同志：
承赠《从冰斗到大川》，不胜雀喜。

还没读，先来鼓掌；绝不是矫情，实因

去年读了你几篇优美的散文之后引起的这

种条件反射。具体感想，容读后再说。

祝好。

伊唯同志好！

吴伯箫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七

雷加同志：
来访未遇。

在屋里等你的是辽宁师范学院康平同

志，他受教材编辑会议的委托写你的《作家

编》。因为电话（337556）打不通，特陪她来

看你。她不远千里而来，明天就要回沈阳，

所以留她在家里等你。

康平同志在你故乡住过十年，在你当

厂长的纸厂劳动过，写你的《作家编》是知

道的。

敬礼！

吴伯箫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


